
 

 

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
−一项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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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汉代以来，儒家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们的传统信念

和价值观，对人们的经济决策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 2014 年和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数据，使用流行病学方法识别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发现：（1）以明清进士

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这在控制了劳动力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经

济条件、对样本进行反复清洗以及使用历代书院密度衡量儒家文化的检验中都是稳健的。（2）选取

文庙建庙时长和到山东曲阜的距离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方法估计依然表明儒家文

化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3）异质性分析表明，儒家文化显著地提高了“自雇”型创业和

低教育组劳动力创业的概率，而对“雇主”型创业和高教育组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不显著；同时，

外来文化的冲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文化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促进效应。上述结论说明，

弘扬优秀的儒家文化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繁荣与发展，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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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文化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是在种族、宗教和社会群体中代代相传且相当稳定的传统信

念和价值观，对各类市场主体的选择行为和经济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Guiso 等，2006）。自汉代

以来，儒家文化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们的

行为规范、传统信念和价值观，对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维明，

1997）。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2010）对儒家文化的评价曾经产生了广泛影响。马克斯•韦伯

（2010）认为儒家推崇中庸之道，承认现实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

世界，惧怕任何的变革”，因此，儒家文化并不具备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理性主义。但是，

随着儒家文化圈中的东亚经济在二战之后收获了巨大成功，特别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也

取得了堪称“奇迹”的增长成就，这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观察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理论分析和讨论表明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制度演进有着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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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作用（杜维明，1997；张杰，2013），但儒家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还亟待深

入的实证研究加以澄清。

与此同时，企业家精神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产生

了显著的促进效应（李宏彬等，2009）。特别是在中国经济现已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激发和保

护企业家精神也已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政策，通过繁荣企业家精神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培

育新的发展动能更是被政策当局寄予厚望。因此，研究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企业家精神造成的

影响就是一个富有理论和政策价值的课题，理清这个课题的答案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澄清

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为繁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借鉴。

本文使用 2014 年和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分析和估计了儒家文化传统

对企业家精神的因果影响。为了将儒家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从其他社会经济和制度环境中

“分离”出来，本文使用了文化经济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流行病学方法（Epidemiological approach）

进行识别。具体而言，本文从 2014 年和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摘取了现居住地和出生

地不一致以及现居住地和 14 岁居住地不一致的劳动力样本，进而通过估计劳动力出生地或

14 岁居住地的儒家文化传统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以此识别儒家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因果影

响。以上流行病学方法的合理性在于，传统信念和价值观等文化要素可以通过家庭渠道和社会

渠道在代际间传递（Fernández，2011），所以出生地或 14 岁居住地的文化传统对劳动力的选择行

为和经济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同时，由于劳动力现居住地和出生地或 14 岁居住地是分离的，这

意味着出生地的文化传统对于劳动力现居住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环境而言是严格外生的。

使用流行病学方法回归后发现，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

概率，在平均意义上，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劳动力的创业概率将

分别提高 1.55% 和 1.2% 左右；上述发现在控制住劳动力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经济条件、对样

本进行反复清洗以及使用历代书院密度衡量儒家文化的检验中都是稳健的。为了进一步克服可

能存在的因遗漏变量而造成的估计偏误，本文选取文庙建庙时长和到山东曲阜的距离作为儒家

文化的工具变量，依然发现儒家文化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进一步的扩展分析发现，

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自雇”型创业和低教育组劳动力创业的概率，但对“雇主”型创业和高教育

组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对曾经是历史上的开埠城市和非开埠城市的对比分析

表明，外来文化的冲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文化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促进效应。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深化了对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理论和经

验认知。如前所述，虽然越来越多的理论表明儒家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制度演进有着积

极的作用（杜维明，1997；张杰，2013），且现有研究也提供了诸多支持儒家文化有益于企业治理的

经验证据（Du，2015；古志辉，2015；金智等，2017；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但本文基于繁荣企业家

精神的角度为澄清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和经验认知。其次，丰富

了观察和解释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文献。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对中国经济转型

升级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近年来有大量文献研究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这些研

究发现除了劳动力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外部经济和制度环境，信任、风险态度、工作−闲

暇偏好、宗教信仰等文化特质对劳动力的创业行为也有着显著影响（Djankov 等，2006；Yueh，

2009；阮荣平等，2014；周广肃等，2015；陈刚，2015，2020）。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评估了儒家文

化传统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丰富了观察和解释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文献。最后，为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和启示。2017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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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

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本文研究发现，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

有助于开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局面，这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和启示。

二、理论假说

一般认为，儒家传统起源于中国历史上的先秦时代，孔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并定

义了儒家传统的大方向（杜维明，1997）。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建立了五经

博士制度，使儒学成为了官方主动倡导和推动的思想。在魏晋和隋唐时期，儒家思想受到了道家

和佛学的冲击，但这一时期以儒家伦理来维系治理秩序的宗族组织的发展也使儒学在基层社会

中得到了较大发展。儒学在宋明时期迎来了复兴，特别是宋朝之后儒家经学在科举考试内容中

占据了主导地位，儒学成为了王权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士大夫也成为了帝国官僚阶层的

唯一来源（许纪霖，2014），这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在社会各阶层间的传播和普及，巩固了儒学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所以，在自汉以来的 2 000 多年时间里，儒家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主体，对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杜维明，1997）。儒家文化也

是普通百姓家庭“日用而不知”的纲常伦理（许纪霖，2014），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们的传统信念

和价值观，对人们的经济决策有着重要影响。

在理论层面，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之间有着丰富且复杂的联系。儒家文化可能对企业家

精神造成了抑制效应。首先，儒家文化推崇中庸之道，这与崇尚竞争和冒险的企业家精神相冲

突。儒家经典《中庸》中指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孔子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

久矣”（《论语•雍也》）。儒家思想推崇的中庸之道主张为人行事不走极端、因循守旧，这与崇尚冒

险和竞争的企业家精神相冲突。马克斯•韦伯（2010）也认为，儒家推崇中庸之道，承认现实的合

理性和合法性，“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世界，惧怕任何的变革”，因此，儒学并不具备

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发展所需要的理性主义。

其次，儒家文化具有较强的反功利主义色彩，这与企业家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相悖离。儒家

文化强调“义以为上”“正谊（义）不谋其利”，甚至把言“义”和言“利”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

的重要标志（王成荣，1999），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因此在儒家思想

中，求“义”被视为是高尚的伦理道德，而追逐“利”则被认为是卑贱和罪恶的小人行径（赵光酉，

2017），儒家这种“重义轻利”的反功利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泯灭了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荣誉感和

成就感，并可能抑制潜在的企业家为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的创业动机和行为。

最后，儒家“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也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繁荣。“学而优则仕”是儒家的一个

政治口号，代表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但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兴起，科举取士成

为人们进入官僚阶层的唯一途径，这使得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口号被异化为一种官本位的

思想（罗安宪，2005）。在“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入仕”成为了人们最优的择业去

向，“仕途升迁”则被视为人们在世俗生活中获得成功的主要标志，并削弱了在经济竞争中胜出

（成功创业）为人们带来的荣誉感和成就感，进而可能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繁荣。综上所述，本文

提出以下儒家文化抑制企业家精神的理论假说：

假说 1a：儒家文化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繁荣。

尽管儒家文化蕴含着有悖于企业家精神的内容，但任何文化都有两面性，儒家伦理更是如

此，它本身就是积极与消极、进步与保守、理性与直观的统一体。我们能够在更高层面上找到其

与企业家精神的契合点和提升企业家精神的闪光点（王成荣，1999）。首先，儒家文化提倡以“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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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为本的为人品格和行为准则有益于促进企业家精神的繁荣。儒家提倡以“仁义礼智信”为核

心的伦理道德，其中，“诚信”是儒家文化历来重视和推崇的崇高品德。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

即人如果不讲诚信，便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并将人的诚

信作为衡量“大道”是否得以施行的重要标准，是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

记》）。在现代经济学中，“诚信”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其不仅有助于通过风险分担、信息沟通和

交流以及促进合作等渠道提高人们的创业概率；同时，在契约不完善的情况下，信任还能有效地

发挥对契约的事前筛选和事后执行的作用，这也有助于人们成功创业而成为企业家。Caliendo
等（2012）使用德国社会经济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个人的主观信任态度显著提高了其创业概率，对

他人的信任每增加 1 个标准差，个人的创业概率将会提高 0.08 个百分点；周广肃等（2015）使用

201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如果户主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其家庭从

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的概率比那些户主认为“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的家庭高出 2.3 个

百分点，这超过了家庭平均创业概率的 1/5。

其次，儒家文化也包含着对创新与创造的价值追求。《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倡导人们效法天地，自强创新；《礼记•大学》中也说“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提倡“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一项针对 775 名中国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发

现，儒家伦理对员工的创新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李贵卿等，2016），另一项使用中国上市公

司数据的研究同样发现了儒家文化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创新的证据（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因

此，儒家文化所包含的激励人们创新创造的价值追求与崇尚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是一致的，从而

有益于企业家精神的繁荣。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的理论假说：

假说 1b：儒家文化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繁荣。

三、数据说明和识别策略

（一）基础数据

本文使用的基础数据是 2014 年和 2016 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中国劳动力

动态调查是由中山大学发起的一项系统监测（村/居社区）社会结构和家庭、劳动力变化的全国性

调查，样本覆盖中国大陆 29 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和海南）。CLDS 调查数据包括了受访者详细的

人口学和社会学特征，而且还调查了受访者的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信息，这使得本文可凭此识

别出现居住地和出生地以及现居住地和 14 岁居住地相分离的受访者样本，并使用流行病学方法

将儒家文化传统对受访者创业行为的影响从受访者现居住地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中分离出来，从

而更准确地捕捉儒家文化传统对企业家精神的因果影响。

同时，本文使用各地级市的明清进士数除以当地行政区划面积度量的进士密度来衡量儒家

文化。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儒家文化传统的合理性在于：首先，教育是文化传承和塑造人们文化

观念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途径，特别是儒学自先秦以来基本上都是通过教育来主张其伦理道德

的，从教育人们做人的道理来影响社会（杜维明，1997）。其次，始于唐朝的科举制度是唐之后历

代王朝选拔官员的最重要制度，其在明清两朝达到极盛。更重要的是，明清科举制度在考八股制

义以后，儒家经学在科举考试内容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刘海峰，2009），这极大地促进了儒

学在社会各阶层间的普及和传播。最后，明清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乡

试”中试者（举人）集中到京城举行“会试”，“会试”中试者（贡士）再进行“殿试”，“殿试”中试者

统称进士。所以，进士是儒生中的佼佼者，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承者。一般而言，一个地方中

榜进士越多，往往意味着当地儒学之风更盛，当地社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也越深。《明清进士题

名碑录索引》（朱保炯和谢沛霖，1979）中收录了明清两朝中榜的 51 624 名进士的中榜年份、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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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籍贯等信息，本文手工将明清两朝每位中榜进士的籍贯地与我国当前的地级市（包括 4 个直辖

市）行政区划进行匹配，一共有 43 049 名明清进士的籍贯地可与我国当前地级市行政区划匹配

上，这占到了明清进士总数的 83.39%；其他进士未能匹配上，主要是因为《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

引》没有提供他们具体到县乡层面的籍贯地信息，以及有一部分进士的籍贯地标注的是军籍等。

（二）识别策略

本文将识别儒家文化传统影响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基准方程设定为如下的 Probit 回归形式：

Pr(entrepreneuri jot = 1) = Φ(β0+β1con f uciano+ΓXi jt +ΠZ jt +εi jt) （1）

其中，下标 i 和 j 分别表示城市 j 中的第 i 个受访者，o 表示第 i 个受访者的出生地（或 14 岁居住

地），t 表示调查年份；被解释变量 entrepreneur 是衡量受访者是否在从事创业活动的虚拟变量，解

释变量 confucian 是前文中交代过的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变量；X 是由可能影响受访

者创业行为的人口学和家庭特征变量组成的向量，Z 是由可能影响受访者创业行为的城市特征

变量组成的向量。

回归方程（1）直观地呈现了本文使用的识别策略，即通过估计受访者出生地（或 14 岁居住

地）的儒家文化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进而识别儒家文化传统对企业家精神的因果影响。以上识

别策略就是文化经济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流行病学方法，其合理性在于：首先，文化传统可以通

过家庭渠道和社会渠道在代际间进行传递，所以受访者出生地或 14 岁居住地的文化传统对其创

业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其次，由于劳动力现居住地 j 和出生地（或 14 岁居住地）o 是分离的，因此

出生地的儒家文化传统对于劳动力现居住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环境而言是严格外生的，与随机

扰动项 ε 不相关；最后，居住在同一城市的劳动力面临着相同的经济和制度环境的约束（Fernández，2011）。

（三）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entrepreneur 是衡量受访者是否在从事创业活动的虚拟变量。CLDS 调查询问了

受访者当前的工作状态，本文延续现有文献的通常做法（陈刚，2015，2020），将当前工作状态是

“雇主”和“自雇”的受访者认定为正在从事创业活动，并为变量 entrepreneur 赋值为 1；将当前工

作状态是“雇员”的受访者认定为没有从事创业活动，变量 entrepreneur 则赋值为 0。本文的核心

解释变量 confucian 是以明清进士密度（人/10 平方公里）衡量的，各城市明清进士数是根据《明清

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79 年版）手工整理得到。

可能影响受访者创业行为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向量 X 中，纳入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

健康、婚姻、政治身份和户籍身份等个体特征变量，同时纳入了家庭住房和家庭收入这两个家庭

特征变量；①可能影响受访者创业行为的城市特征向量 Z 中，纳入了经济增长率、金融发展、私营

经济比重和失业率这四个变量。②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烫平城市特征变量的短期波动，以上城市

特征变量都以调查年份之前 3 年的移动平均纳入方程。衡量这些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相应年

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陈    刚、邱丹琪：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

① 受访者的性别、婚姻、政治身份、户籍身份和家庭住房都是虚拟变量，分别将性别为男性、政治身份为中共党员、户籍身份为非农户籍

和家庭住房为完全自有产权的受访者赋值为 1；年龄变量是以受访者在调查年份的周岁年龄衡量，教育变量的赋值是 1−8 的整数，分别对应

赋值“未上过学”“小学”（包括私塾）“初中”（包括技校）“高中”（包括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等学历层次的受访者；健康

变量的赋值是 1−5 的整数，分别对应自评健康是“非常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和“非常健康”的受访者；婚姻变量包括了

已婚和离异（包括丧偶）两个虚拟变量，分别为已婚和离异的受访者赋值为 1；家庭收入是以调查年份前一年的家庭总收入衡量，在具体回归时

是以家庭总收入加上 1 之后的自然对数进入方程。

② 经济增长率是以 GDP 增长率衡量，金融发展以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 GDP 之比衡量，私营经济比重是以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

占从业人员期末人数的比重衡量，失业率以城镇登记失业率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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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及讨论

（一）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使用全样本数据估计了儒家文化传统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表 1 中的列（1）−列（4）

是使用 Probit 模型方法的估计结果。列（1）和列（2）的解释变量中只纳入劳动力出生地和 14 岁居

住地的进士密度，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都是 0.287，

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列（3）和列（4）进一步纳入了可能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个体和家

庭特征变量及城市特征变量。结果显示，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

的边际效应分别是 0.200 和 0.175，且仍然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表 1 中的列（5）和列（6）使用

OLS 方法估计方程。结果显示，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回归系

数分别是 0.234 和 0.217，且都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

 
表 1    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基准回归

Probit 估计 OLS 估计

（1） （2） （3） （4） （5） （6）

出生地进士密度 0.287***（0.064） 0.200***（0.063） 0.234***（0.071）

14 岁居住地进士密度 0.287***（0.064） 0.185***（0.063） 0.217***（0.071）

男性 0.067***（0.004） 0.067***（0.004） 0.067***（0.004） 0.067***（0.004）

年龄 −0.003***（0.000） −0.003***（0.000） −0.003***（0.000） −0.003***（0.000）

教育 −0.008***（0.002） −0.007***（0.002） −0.008***（0.002） −0.007***（0.002）

已婚 0.106***（0.008） 0.107***（0.008） 0.103***（0.008） 0.104***（0.008）

离异 0.109***（0.014） 0.116***（0.014） 0.107***（0.014） 0.109***（0.014）

健康 0.019***（0.002） 0.019***（0.002） 0.019***（0.002） 0.019***（0.002）

中共党员 −0.096***（0.009） −0.096***（0.009） −0.083***（0.008） −0.083***（0.008）

非农户籍 0.019***（0.006） 0.018***（0.006） 0.017***（0.006） 0.016***（0.006）

自有住房 −0.105***（0.022） −0.023***（0.005） −0.024***（0.005） −0.024***（0.005）

家庭收入 0.115***（0.013） 0.025***（0.003） 0.020***（0.002） 0.021***（0.002）

经济增长 0.008***（0.001） 0.007***（0.001） 0.007***（0.001） 0.007***（0.001）

金融发展 0.004（0.004） 0.004（0.004） 0.005（0.004） 0.005（0.004）

私营经济 0.084***（0.019） 0.085***（0.019） 0.084***（0.019） 0.086***（0.019）

失业率 −0.625***（0.016） −0.639***（0.136） −0.604***（0.129） −0.617***（0.129）

调查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01 0.001 0.046 0.046 0.028 0.028

观测值 29 863 29 916 28 214 28 263 28 214 28 263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了 10%、5% 和 1% 的显著性检验；Probit 回归报告的是各解释变量在均值处的边际效应；括号中的数值

是稳健性标准误。下同。
 
 

表 1 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这意味着儒家文化

传统促进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繁荣。但是，表 1 中的回归却可能因为包括了现居住地和出生地，

以及现居住地和 14 岁居住地一致的样本而存在估计偏误。因为对于现居住地和出生地一致以

及现居住地和 14 岁居住地一致的样本来说，他们的出生地或 14 岁居住地的儒家文化传统可能

与现居住地的经济和制度环境相关，所以出生地或 14 岁居住地的儒家文化传统在劳动力创业行

为决定方程中可能是内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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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行病学回归

接下来，本文从 CLDS2014 和 CLDS2016 中摘取了现居住地和出生地不一致以及现居住地

和 14 岁居住地不一致的样本，使用流行病学方法估计了儒家文化传统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

响。表 2 中的列（1）−列（4）是使用 Probit 模型方法的回归结果。列（1）和列（2）只纳入了劳动力出

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边际效应分别是 0.464 和 0.335，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列（3）

和列（4）进一步纳入了劳动力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及城市特征变量，边际效应分别是 0.776 和

0.598，且都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在平均

意义上，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每增加 1 个标准差（0.020），劳动力的创业概率将分别

提高 1.55% 和 1.2% 左右。列（5）和列（6）使用 OLS 方法估计了方程，其中，劳动力出生地和 14 岁

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其创业概率的回归系数分别是 0.852 和 0.654，且前者通过了 5% 的显著

性检验，后者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检验，同样表明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
 

表 2    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流行病学回归

Probit 估计 OLS 估计

（1） （2） （3） （4） （5） （6）

出生地进士密度 0.464（0.295） 0.776**（0.305） 0.852**（0.345）

14 岁居住地进士密度 0.335（0.305） 0.598**（0.317） 0.654*（0.347）

个体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查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01 0.001 0.050 0.050 0.035 0.044

观测值 4 250 3 959 4 024 3 756 4 024 3 756
 
 

总的来说，表 2 的回归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这意味着弘

扬优秀的儒家文化传统有益于促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繁荣。按照之前的理论预期，儒家文化传

统之所以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繁荣，可能是因为儒家文化提倡和推崇以“诚信”为本的为人品格

和行为准则有助于企业家规避道德风险，且提高了企业家的信息和资源获取能力；同时，儒家文

化中蕴含着的对创新创造的价值追求也可能激励了潜在企业家的创业行为。①

（三）稳健性检验②

1. 出生地（14 岁居住地）经济条件的影响。本文在方程中纳入了表征劳动力出生地或 14 岁

居住地经济条件的变量，以考察出生地或 14 岁居住地经济条件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如果

文化的确有益于企业家精神的繁荣而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表 2 中发现的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

儒家文化显著提高劳动力创业概率的现象，可能就并非完全源自儒家文化的影响，还可能由劳

动力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本身具有更好的经济条件造成，因此本文进一步在方程中纳入了人

均 GDP（对数）、私营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等表征劳动力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经济条件的变量，③

以控制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经济条件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使用 Probit 模型方法的估计

结果显示，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人均 GDP、私营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

陈    刚、邱丹琪：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

① 限于篇幅，本文并未汇报和讨论劳动力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 限于篇幅，本文并未汇报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③ 金融发展以金融机构贷款占 GDP 比重衡量，私营经济发展以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衡量；同时，为了烫平波

动，分别用以上变量在 2011−2013 年间的均值进入回归方程。原始数据均摘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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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应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变量联合显著性 F 检验也不能拒绝它们对劳动力创业概率

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假设，表明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经济条件对劳动力的创业概率并不具有显

著影响。更重要的是，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分别是

0.833 和 0.643，并分别通过了 1% 和 5% 的显著性检验。总的来说，在回归方程（1）中控制了出生

地和 14 岁居住地经济条件的回归结果依然表明，以进士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劳动力

的创业概率。

2. 样本清洗。首先，本文删除了出生地或 14 岁居住地是边疆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青海、

西藏、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受访者样本进行估计。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时

期，并在明清两朝达到了鼎盛。但是，中国地域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科举制度的实行情况存在明

显差异。以清朝的科举制度来说，清朝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科举制度，理论上只对设立了官学地

区的户籍人口开放，但乾隆中叶成书的《钦定学政》全书显示，蒙古、西域、西藏等边疆地区大多

没有设立学政，意味着这些地区并不具备广泛的科举参与制度，以至于出自这些地区的中榜进

士数量非常少。同时，在满清入关之后，顺治元年诏开科举时曾提出“八旗人士不与”，直到顺治

八年方允许八旗士子应试（彭武麟和苏永恒，2012）。另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提供的信息

显示，清朝八旗士子中的中榜进士大多是旗籍，这也使得我们无法将旗籍进士的籍贯地与我国

当前的行政区划进行匹配。以上种种原因可能导致本文使用的明清进士密度指标难以很好地反

映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以及东北等边疆地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深浅程度。使用删除出生

地或 14 岁居住地是边疆地区样本后的估计结果显示，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进士密度影响劳动

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为正，且至少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劳

动力的创业概率，这支持了前文发现的稳健性。

其次，本文删除了不属于劳动力年龄范围的样本进行估计，即将男性年龄大于 60 岁、女性

年龄大于 55 周岁的样本予以删除。使用删除非劳动力年龄范围样本的估计显示，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也都为正，并至少通过了 5% 的显著性

检验，表明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依然支持前文发现的稳健性。

3. 以历代书院密度衡量儒家文化。本文还使用了各地级市历代书院密度衡量儒家文化，以

估计儒家文化传统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中国的书院制度起源于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

要的教育组织形式之一。中国历代的书院以私人创建为主，也有部分是官方创办的，主要职责是

聚徒讲授、研究学问、学术讨论和典籍收藏。自唐代至清末，中国的书院遍布除西藏以外的全国

所有省份，总数在 7 000−8 000 所（万京民，2010）。儒家经典是中国历代书院的通用教材（郭齐

家，2009），故而书院是传播和普及儒家思想的重要组织和载体（万京民，2010），因此传统书院也

被认为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重要象征（张晓婧和乔凯，2016）。《中国书院辞典》（1996 年版）收录了

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 7 362 所书院的名称和所在地。我们手工将这些书院所在地与当前中国

行政区划进行一对一匹配，并以各地级市历代书院总数除以当地行政区划面积度量的书院密度

（单位：所/平方公里）衡量儒家文化传统。

Probit 模型方法估计显示，当回归方程只纳入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书院密度时，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书院密度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为正，且都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检验。

同时，在回归方程中进一步纳入可能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及城市特征变量之

后，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书院密度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仍然为正，且至少能通过

10% 的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表明，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这意味着儒家文化

传统促进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繁荣，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前文发现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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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庙、曲阜与儒家文化

前文使用流行病学方法的回归表明，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

创业概率，且这一发现在一系列检验中均是稳健的。虽然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曾控制了出生地

和 14 岁居住地的经济条件，但这可能无法完全避免方程中遗漏了某些既与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

地进士密度相关，同时又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变量。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寻找劳动力出生地

和 14 岁居住地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并使用工具变量方法估计回归方程（1）。

本文使用的第一个工具变量是劳动力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现存文庙的建庙时长。文庙，又

称作孔庙，是纪念儒家先圣孔子的祠庙建筑，为中国历代帝王所器重。特别是在唐朝，唐太宗确

立了孔子的先圣地位，并诏令全国各州、县学皆建孔庙，实行“庙学合一”体制，这促进了全国范

围内文庙的建设。据记载，明清时期全国文庙约有 1 500 多处（骆承烈，2007）。一般来说，某地建

有文庙的历史越悠久，往往意味着当地深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越深。因此，某地文庙的建庙时

长与当地儒家文化传统是高度相关的。同时，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文庙的建庙时长也并不会对

劳动力创业概率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文庙的建庙时长是儒家文化的有效

工具变量。本文统计了各地级市现存文庙的信息，①并使用以下公式计算得到各地文庙标准化后

的建庙时长：②

建庙时长 = (2015−始建年份)/2015 （2）
本文使用的第二个工具变量是劳动力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到山东曲阜的直线距离（单位：

千公里）。山东曲阜是儒家先圣孔子的故乡，被视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同时，山东曲阜还建有中

国最早、规模最大的孔庙。孔子辞世后的第二年（公元前 478 年），鲁哀公将孔子旧居改建为祭祀

孔子的庙宇（孔庙），自公元前 195 年汉高祖刘邦在此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之后，历代帝王都要来

此祭祀，曲阜孔庙也成为了儒家思想的精神圣殿和儒学崇拜的圣地。故而，那些在地理上越临近

山东曲阜的地区，当地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可能也越深，且到山东曲阜的距离不会对劳动力

创业概率产生直接影响。本文使用 ArcGIS 软件并根据经纬度信息计算得到各地级市到山东曲

阜的（球面）直线距离。

表 3 报告了在流行病学框架下使用工具变量方法的回归。列（1）和列（2）是使用工具变量

Probit 方法的回归。第一阶段回归显示，文庙建庙时长和到曲阜的距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正和

负，且都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这与我们的预期相符，表明一地建有文庙的历史越早、到曲阜

的距离越近，则当地的进士密度越高。第二阶段回归显示，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

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都为正，且分别通过了 5% 和 1%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列（3）和列（4）是使用 2SLS 的回归结

果。第一阶段回归显示，文庙建庙时长和到曲阜的距离都显著影响了进士密度，且第一阶段回归

的 F 检验和 Cragg-Donald 检验均说明工具变量并非弱工具变量，Hansen 过度识别检验也没有拒

绝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表明文庙建庙时长和到曲阜的距离是进士密度的有效工具变量。第

二阶段回归显示，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进士密度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分别通过了 5% 和 1% 的

显著性检验，表明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

陈    刚、邱丹琪：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

① 本文从中国国学网、百度百科等数据源上一共统计到了现存 229 所文庙。

② 有关文庙建庙时长的几点说明：（1）若某地级市现存有多座文庙，本文以建庙最早的文庙计算当地文庙的建庙时长。（2）部分没有记载

详细始建年份的文庙，本文则根据文庙始建年代大致测算文庙的始建年份。例如，河北廊坊市的霸州文庙只记载“建于元初”，本文便将其始

建年份确定为元朝开元年份，即 1271 年；河北衡水的深州孔庙记载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 年），本文便将其始建年份确定为明永乐

年间的中位数，即 1414 年。（3）没有现存文庙的地区，本文统一将当地文庙建庙时长设定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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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工具变量方法估计

第二阶段回归

Probit 估计 OLS 估计

（1） （2） （3） （4）

出生地进士密度 2.289**（0.948） 2.265**（0.963）

14 岁居住地进士密度 3.024***（1.051） 3.084***（1.114）

第一阶段回归

文庙建庙时长 0.014***（0.001） 0.013***（0.001） 0.014***（0.001） 0.012***（0.001）

到曲阜的距离 −0.009***（0.000） −0.009***（0.001） −0.009***（0.000） −0.009***（0.001）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查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第一阶段回归 F 检验 347.49 249.11

Cragg−Donald 弱工具变量检验 247.45 185.26

Hansen 过度识别检验 0.879 1.164

观测值 4 013 3 730 4 013 3 730

六、模型扩展

（一）创业类型的异质性

按照前文的定义，本文是将当前工作状态是“自雇”和“雇主”的劳动力都视为正在从事创

业活动，但“自雇”和“雇主”这两类创业行为在动机和目的上可能是存在差异的。其中，“自雇”

型创业可能更接近现有文献定义的“生存型”创业，即从事“自雇”型创业的劳动力可能更多的是

属于在劳动力市场上缺少充分就业机会的群体，他们选择从事“自雇”型创业的主要动机和目的

是为了实现就业，是一种被动选择。与之对应的是，“雇主”型创业则更接近现有文献定义的“发

展型”创业，虽然大多“雇主”型创业是由“自雇”型创业发展而成的，但在一般意义上，“雇主”型

创业可能更多的是劳动力为了寻求更好的职业发展，是一种主动选择。鉴于此，本文在表 4 中估

计了儒家文化传统对“自雇”型和“雇主”型这两类创业活动的影响。
 

表 4    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创业的异质性

自雇 雇主

（1） （2） （3） （4）

出生地进士密度 0.671**（0.279） 0.121（0.126）

14 岁居住地进士密度 0.675**（0.288） −0.009（0.144）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查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55 0.056 0.057 0.059

观测值 4 103 3 829 4 103 3 829
 
 

Probit 回归显示，①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劳动力从事“自雇”型创业概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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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本文在扩展分析中不再列出 OLS 估计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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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应分别是 0.671 和 0.675，且都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与之对应的是，出生地和 14 岁居

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劳动力“雇主”型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却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

表明，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劳动力“自雇”型创业的概率，但对“雇主”型创业的影响不显著。

（二）劳动力的异质性

正如前文所述，“学而优则仕”是儒家的一个政治口号，代表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

想；但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兴起，科举取士成为人们进入官僚阶层的唯一途径，这使得儒家

“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口号被异化成了一种官本位的思想（罗安宪，2005）。仕途升迁被视为个人

在世俗生活中获得成功的主要标志。因此，在儒家“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下，接受了更多教育

的“读书人”往往将“入仕”视为更优先的择业导向，仕途升迁也被认为是个人职业生涯成功的主

要标志。在现实中，中国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竞争的激烈程度，①以及高校毕业生对进入“体制内”

就业的追捧，②都生动地反映了儒家“学而优则仕”观念对中国人职业选择观念的深刻影响。因

此我们预期，儒家文化传统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可能随劳动力的学历变化而存在异质性。

为了检验儒家文化传统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是否随劳动力的学历变化而存在异质性，

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低教育组”和“高教育组”，其中，学历是高中以下的劳动力归为“低教育

组”，学历是高中及以上的归为“高学历组”。表 5 报告的结果显示，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进士

密度影响“低教育组”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出生地和 14 岁居

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高教育组”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也为正，但却不能通过显著性检

验。以上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低教育组”劳动力的创业概率，但对“高教育组”

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儒家“学而优则仕”观念的确对高学历劳动力的职业

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导致高学历劳动力更偏向进入“体制内”就业，以至于儒家文化传统对高

学历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了。
 

表 5    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劳动力的异质性

低教育组 高教育组

（1） （2） （3） （4）

出生地进士密度 1.584***（0.502） 0.424（0.332）

14 岁居住地进士密度 1.625***（0.512） 0.168（0.359）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查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34 0.038 0.061 0.060

观测值 2 277 2 165 1 826 1 664
 
 

（三）外来文化的冲击

文化冲突理论认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接触，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文化间的竞

争和冲突状态。不同文化间竞争和冲突的结果，要么是不同文化间相互渗透与融合，要么是不同

陈    刚、邱丹琪：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

① 数据显示，中国的国家公务员报考人数由 2003 年的 8.76 万增长到了 2012 年的 96 万，录取比例由 2003 年的 1/16 下降到了 2012 年

的 1/74。截至 2015 年，国家公务员报考人数达到 129 万，录取比例为 1/58。数据来源：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18/c1001-

23254296.html。

② 据智联招聘调查显示，2011−2013 年愿意去体制内就业的大学生的比例分别高达 45%、54% 和 49%，2014 年这一比例虽然有所下降，

但仍然高达 36%。数据来源：“36% 受访大学生：愿意去体制内单位就业”，《中国青年报》，201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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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间的替代。但无论哪种结局，其中任何一种文化的影响力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削弱（金智等，

2017）。自汉代以来，儒家文化不仅曾经受到了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的冲击，且随着中原王朝多

次被少数民族入侵和征服，儒家文化也多次经历了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入侵。特别是近代以来，由

于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政府被迫开放了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等五处通

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从而打破了中国自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中国大规模接触西

方文明的开始（王尔敏，2006）。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截至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所开放的商埠

达到了 82 处，其中约开口岸有 69 处，自开口岸有 13 处（吴松弟和杨敬敏，2013）。

为了估计外来文化对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间关系造成的冲击，本文根据张海鹏（1987）编

著的《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将样本城市划分为开埠城市和非开埠城市，并将样本分为出生地

（或 14 岁居住地）是开埠城市的劳动力样本和出生地是非开埠城市的劳动力样本，然后分别使用

这两组子样本估计了儒家文化传统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表 6 报告的结果显示，对于出生

地或 14 岁居住地是开埠城市的劳动力来说，出生地或 14 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其创业概率

的边际效应为正，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对于出生地或 14 岁居住地是非开埠城市的劳动

力来说，出生地或 14 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其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也为正，且前者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表明，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家精神

的促进效应。
 

表 6    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外来文化的冲击

开埠城市 非开埠城市

（1） （2） （3） （4）

出生地进士密度 1.051（0.664） 0.689**（0.342）

14 岁居住地进士密度 0.812（0.735） 0.544（0.352）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查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056 0.055 0.043 0.042

观测值 548 506 3 556 3 305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自汉代以来，儒家文化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潜移默化地塑

造了人们的行为规范、传统信念和价值观，对人们的经济决策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基于 2014 年

和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中现居住地和出生地以及现居住地和 14 岁居住地不一

致的劳动力样本，使用流行病学方法研究发现：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劳

动力的创业概率，在平均意义上，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劳动力的

创业概率将分别提高 1.55% 和 1.2% 左右；上述发现在控制住劳动力出生地和 14 岁居住地经济

条件、对样本进行反复清洗以及使用历代书院密度衡量儒家文化的检验中都是稳健的。使用文

庙建庙时长和到山东曲阜的距离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方法估计依然表明儒家文

化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进一步的扩展分析发现，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劳动力“自雇”

型创业的概率和低教育组劳动力的创业概率，对劳动力“雇主”型创业的概率和高教育组劳动力

创业的概率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外来文化的冲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儒家文化对劳动力

创业概率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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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现在已进入了以增长速度向中低速换挡、经济

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转向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而通过繁荣企业家精神以

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培育新的增长动能也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政策。本文分析表明，尽管

儒家文化中蕴含着有悖于企业家精神的内容，但儒家文化同时包含着提升企业家精神的价值

观。更重要的是，儒家文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弘扬儒家

文化有助于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促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繁荣与发展。

与此同时，弘扬儒家文化也需要“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应大力弘扬“诚信”“革故鼎新”等儒家

文化中有益于繁荣企业家精神的传统信念和价值观，而对儒家文化中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内容则

需要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和注释，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以使其有益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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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Culture and Entrepreneurship：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Chen Gang1，2,  Qiu Danqi1

(1. Economics School，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2.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search Center，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Summary:  Culture, which belongs to informal institution, is traditional beliefs and values that are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d maintain stability in ethnic, religious and social groups. Since the Han

Dynasty, Confucian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subtly shapes

people’s traditional beliefs and values, and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people’s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 in 2014 and 2016, this paper investig-

ates the impact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entrepreneurship by using epidemiological methods. The study finds

that: (1) Confucian culture measured by the density of jinshi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ignificantly in-

creases the labor force’s entrepreneurial probability, and it is robust in controlling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labor’s birthplace and 14-year-old residence, repeatedly cleaning samples, and measuring Confucian culture

using the density of academies in past Dynasties. (2) Using the construction time of the Confucian Temple and

the distance to Qufu, Shandong as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of Confucian culture,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estimation still shows that Confucian culture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labor force’s entrepreneur-

ial probability. (3) Confucian cultu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entrepreneurial probability of self-employed

entrepreneurs and low-educated group of labor,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babil-

ity of employer entrepreneurs and high-educated group of labor. Meanwhile,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rt

cities and non-port cities in history indicates that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 may weaken the promotion ef-

fect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the labor force’s entrepreneurial probability.

This paper makes contributions to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based on the per-

spective of prosperity entrepreneurship, it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understanding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econdly,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liter-

ature of observing and explaining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Finally,

it provides valuable clues and enlightenment for carrying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carrying forward Confucian culture will help to further ad-

vance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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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ment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t the same time, to carry forward Confucian culture requires dialectical
selection and innovation. It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raditional beliefs and values in Confucian culture such
as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which are beneficial to the prosperity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ontent of
restraining entrepreneurship in Confucian culture needs to be creatively transformed and annotated, so as to
make it better integrated into the value system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Confucian culture； entrepreneurship； epidemiologic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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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constraints are endogenous to the past economic structure，which means that quantitative research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t helps to identify the key elements for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difficulty in identifying the long-term effect of industrial policies is that the areas of industrial invest-

ment are not randomly selected. In order to achieve causal inference，this paper exploits the long-term effect of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Anti-Japanese War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ar area. By sorting

out historical data files，the county-level industrial database of ten province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s

constructed，and the data are match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ata in the

same geographical space. Then，using the regression model，the long-term performance of industrial invest-

ment in history is estimated.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First，the more the number of industrial enter-

prises in the county from 1942 to 1945，the higher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China peri-

od，but the effect is gradually weakening with time. Second，the industrial investment in the rear area of mod-

ern time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path dependence and initial

mater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history，the higher the industrial investment，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industri-

alization，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hird，his-

torically，areas with more industrial investment can attract more people to move in and have a higher urbaniza-

tion rate，but this historical basis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rural related variables，such as infant mortality

rate and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The long-term research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in-

dustrial policies. The case of Anti-Japanese War shows that industrial investment against comparative advant-

age will cause efficiency loss in the short term，but may bring a positive effect in the long term. This raises a

new intertemporal trade-off problem for policymakers abou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whose subjective time

discount rate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problem. In addition，the quantitative history study also reminds us that

one should fully recognize the initial condition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before policy implementation，which

means that one can neither copy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nor simply reverse what policies are needed

from development goals. Instead，one should be more aware of what policies are really feasible under current

constraints.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industrial investment；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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